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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

王国良

（安徽大学 哲学系，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３９）

摘　要：为了从世界史的视角实事求是地诠释中国道路的全过程，运用历史还原法，用中国话

语体系论证了中国道路依次经过的邦国联盟、封建制、郡县制、社会主义４个阶段。研究认为，中国

道路是具有自身特点和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在中国道路中没有奴隶制阶段和资本主义阶段；世界

各国可以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有助

于世界各国的发展，中国能够成为世界人民值得信赖的朋友；中国强有力地抵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的打压，为全世界人民反抗不公正不平等的世界体系树立了榜样。

关键词：中国道路；封建；郡县；资本主义体系；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Ｄ６１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６２４８（２０１６）０４０１０７０８

　　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弘扬中

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讲话，特别强调要讲清楚中华文

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讲清楚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讲清楚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传统中国道路的继承发展关

系；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９０周年的“七一”讲话

中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中国道路有如万里长江，从雪山高原一路走来，经过

千回百折的历程，向着东海奔去。我们现在比历史

上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此时

此刻，运用中国话语体系，诠释中国道路的曲折发展

历程，揭示中国道路自身特点和规律，总结中国道路

成功的世界意义，是中国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

命。本文对此试加论述，以求证于方家学贤。

一、传统中国道路

　　中国是伟大的中华民族世代繁衍生息的美丽家

园与壮丽山河，位于亚洲大陆东部，东南延伸到一望

无际的海洋，北部毗连茫茫戈壁草原，西南和西北通

过喜马拉雅山脉和葱岭连接东南亚和中亚地区。中

华文明从起源时就地域广大，民人繁庶，文明的规模

和能量十分巨大。考古发现证明，在黄河流域的中

原地区和长江流域的平原地区，几大文化区几乎同

时出现并相对独立发展壮大。新石器晚期中国以仰

韶文化即华夏文化（约前７０００～５０００）为中心的几

大文明区都表现为定居的农耕文明。农业生活不仅

培育了家园感、故乡情，而且最易引发对自然环境的

亲和感，人们对不变的土地、树木、山川河流与周而

复始变化的四时寒暑、日月运行由逐渐认识了解而

感到熟悉亲切。上古时期几大定居的农业文明有大

致相同的习俗、信仰。文化、语言很容易通过交通、

移民、战争相互接近、相互接受和相互融合。

传统中国即近代以前中国的发展道路大致经过

邦国联盟、封建制、郡县制３个阶段。

在世界史、人类学视野里，人类早期的发展阶段

通常称为部落和部落联盟时期。在中国词语里，早

期部落通常称为“邦”和“国”，中国社会的早期发展



阶段也可相应地称为邦国联盟时期。《尚书·尧

典》称尧“协和万邦”，《左传·哀公七年》说“禹合

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这里的“万邦”和“万

国”说明当时中国大地部族林立，人口众多，且相互

联系，有统一的领导。如果以仰韶文化为标志，中国

至少在５０００年前就进入邦国联盟时期。

在邦国林立，即农业氏族组织时期，氏族部落的

人已经猜测到人起源于动物，产生氏族的动物图腾崇

拜。图腾是氏族的徽号和保护神。在氏族融合过程

中，动物图腾也不断整合，由蛇等动物整合（夏后氏）

为龙，由燕子等其他鸟类（２４种）整合为凤。龙、凤已

经是具有抽象性理想性的动物，后来成为中华民族共

同的图腾。氏族部落一般都有祖先崇拜，祖先崇拜对

氏族家庭直至民族能够起到维系文明的作用。各部

族祖先崇拜不同，但通过战争、移民、部落联盟等交往

活动，各部族祖先崇拜也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融合，炎、

黄二帝逐渐被推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反映到思想

家的脑海里，就形成天下一体的大同理念。中国其实

是个大熔炉，中华民族是不同种族和不同文化在漫长

的历史中不断融合而成的文化共同体。包容、开放的

心态铸就了伟大的中华文明。司马迁的《史记》，就

是以黄帝纪作为中国历史的开篇。《史记·五帝本

纪》的帝系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接着是《夏本

纪》，我们通常说尧舜禹、夏商周，司马迁把尧舜和禹

分开，单独为夏禹作《本纪》，当别有深意。同是邦国

联盟，尧舜禹时代联盟盟主或领袖是禅让制，是选贤

举能，从夏禹开始，联盟盟主开始世袭传授。夏商周

成为三代，在文化上有损益传承的关系，但夏商和周

之间有重大区别。夏和商依然是邦国联盟，盟主实行

世袭制，周原为大邦殷商西部的、从属于殷的小部落，

殷商后期统治者腐败堕落，小邦周联合其他小部落打

败了大邦殷，取得领导地位。

周取得领导地位后，实行了重大的制度变革，即

把传统的邦国联盟制度改为封建制，即封邦建国制。

如果说早期的邦国联盟制的形成是一个自然历史过

程，那么封建制就是中华文明历史上第一次有意识的

政治制度建设。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说：“中国

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於殷周之际。……故夏、殷

间政治与文物之变革，不似殷、周间之剧烈矣。殷、周

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

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

化废而新文化兴。又自其表言之，则古圣人之所以取

天下及所以守之者，若无以异於后世之帝王；而自其

里言之，则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於万世

治安之大计，其心术与规摹，迥非后世帝王所能梦见

也。”“武王克纣之后，立武庚，置三监而去，未能抚有

东土也；逮武庚之乱，始以兵力平定东方，克商践奄，

灭国五十。乃建康叔于卫，伯禽于鲁，太公望于齐，召

公之子于燕。其于蔡、絣、郜、雍、曹、滕、凡、蒋、邢、茅

诸国，鸉置于殷之畿内及其侯甸；而齐、鲁、卫三国，以

王室懿亲，并有勋伐，居蒲姑、商、奄故地，为诸侯长；

又作雒邑为东都，以临东诸侯；而天子仍居丰、镐者凡

十一世。”［１］这就是封建制的建立过程，也是中国道路

第二个阶段“封建制”开始的过程。

根据中国传统的史学理论，封建制在中国历史

上首次出现时大约延续了１５００年时间，即从公元前

１７００年至前２００年，相当于殷周时代至春秋战国时

期，特别是西周，是比较典型的封建制社会。春秋战

国时期开始从封建社会向郡县制过渡。春秋战国时

期被称为“王纲解纽”“礼崩乐坏”，实际上就是封建

制解体、新的郡县制产生发展的时期。战国后期秦

王朝的统一初步完成了这一过渡，第一次奠定郡县

制为国家政治体制。

“郡县”这一术语由“郡”“县”两个语词构成，

通常用以表示由中央派遣的非世袭的太守、县令及

从属官吏所构成的地方行政体系对所属的分层行政

区划实行统一而划片的领导，即对全国进行分层区

划，由中央集权或君主制中央政府以及各级地方行

政对全国实行统一领导。最初这些地方行政单位可

能只是建立在新拓殖或新占领地区，后来才施行于

原来属于贵族封地的区域。

郡县合并作为复合词，直到司马迁的《史记》才

见运用。因此，直到秦朝完成向新体制的过渡，才使

用郡县这一术语，甚至可能是司马迁本人所创造的，

用以描述变化了的形势。秦朝统一全国不久，召开

了一次政治学术讨论会，有政府官员和不少博士参

加。有博士认为应该恢复分封制，廷尉李斯否定了

这种观点，建议实行郡县制。李斯向秦始皇建言：

“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或朝或否，天

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

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史记·秦始皇本纪》）。于

是秦朝分天下为３６郡，正式实行郡县制。

在近代以前的中国社会历史理论中，封建和郡

县，分别代表不同的社会政治组织形式和先后两个

社会发展阶段。传统史学家普遍用这两个范畴来理

解中国历史。在封建制度下，社会不是由国王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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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而是由世袭的地方贵族以分权的形式进行统

治，这些贵族被授予一片封地来治理；郡县社会则是

由中央集中管理，国家划分成若干行政区域，通过由

君主直接任命的官僚进行治理。封建社会有一个世

袭贵族集团，等级森严；而郡县社会有一个以财富、

才能和教育程度为基础的精英士大夫集团，是相对

开放的社会体系。

中国道路的第三个阶段即郡县制阶段，从秦朝

开始，但郡县制运行并不稳定，从汉代开始封建制再

度复活，从汉到唐朝是郡县制与封建制交替并存、互

为消长时期；到宋朝郡县制再度占据主流地位，封建

制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贵族基本消亡，儒家知识分子

构成统治阶层的精英集团。宋元明清是郡县制的全

盛、成熟和走向衰落时期。郡县制从秦朝算起，到清

朝覆亡，大约运行２０００年时间，其中秦朝到唐朝约

１０００年时间是不完全郡县制，从宋朝到清朝约

１０００年时间是完全郡县制。

中国在历史上既是疆域概念，又是文化概念。

中国最初是指华夏文明的核心区，四周分布北狄、

南蛮、东夷、西戎，在核心区遭到侵犯时讲夷夏之

分，但夷夏之分很快不以疆域、种族、肤色为标准，

而是以文明和野蛮为实质内容，奉行中国礼仪文

教则为中国，否则就是夷狄。即使是在中国本土

核心区，如果不实行中国礼仪文明制度，也可以说

是“亡国”，是“新夷狄”，而夷狄如果奉行中国文

教，即为“新中国”。例如《左传·宣公十二年》记

载，晋楚之战，晋属于华夏核心国，楚国是外邦蛮

夷，楚国打败了晋国，但楚是君子，晋反而是夷狄，

就是因为楚国所到之处不抢占别国土地，不虐待

俘虏，而晋国却烧杀掳虐，抢占土地，失去中国文

明精神。从疆域来说，中国可大可小，大的时候，

比如唐朝，根本就不清楚中国的边界在哪里，从文

化中国来说，只要奉行中国礼仪文教，都可以称为

中国。“夷狄进至于爵，远近大小若一”，这就是大

同。大同理想，天下为公，直到康有为、孙中山依

然是奋斗理想。

二、现代世界体系

　　大部分学者认为，近代资本主义是从欧洲起源，

并以欧洲为中心向全世界扩张，形成近代以来以欧

洲为核心的资本主义体系。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把

欧洲资本主义的扩张称为“历史转变为世界史”，是

世界历史的形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

形态》中指出，只有资本主义的经济成长才能把世

界普遍联系起来，社会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通

过资产阶级的活动才得以实现的，或者可以说是资

产阶级创造了世界历史。由此，世界历史作为一种

历史状态，是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

来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发展加速了各区域人们

的交往，各个互相影响的活动范围越大，历史就会在

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世界历史。因此，资产阶级

成为了世界历史形成的主体。他们创造的巨大的生

产力开拓了世界市场，推动了社会和科学技术的进

步，为世界历史的形成提供了进一步的可能。对于

资产阶级构造世界历史的功绩，马克思、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里作出鲜活描述：“资产阶级在历史

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

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

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过去那

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

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

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

产也是如此。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

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

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

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

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

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

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

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

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

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

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

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

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

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

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

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然而，１０年以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对资

本主义及其起源和资产阶级的作用几乎做出全盘

否定。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露资本主义经济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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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的不公正、不平等，资产阶级利用生产资料私有

制和雇佣劳动制无情地榨取雇佣劳动者的剩余劳

动，导致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数资本集团手中，绝大

部分劳动者变得越来越贫困。一方面是物质财富极

为丰富，另一方面是广大人民缺乏消费能力，“市场

内需不足”。“国民财富和人民贫困本来就是一回

事。”［２］由此不断引发经济危机。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

累》中对资本主义起源即原始积累时期对所在国和

拉丁美洲、非洲、亚洲广大地区犯下的罪恶行径进行

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在欧洲实行“隐蔽的雇佣工人

奴隶制”，在新大陆则实行“赤裸裸的奴隶制”［２］，戳

穿了资本主义起源于勤劳、节俭、精打细算的美丽

谎言。

“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

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

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

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起源。”［２］“巨额财富象雨

后春笋般增长起来，原始积累在不预付一个先令的

情况下进行。”［２］“奴隶贸易是它进行原始积累的方

法。”“在欧洲以外直接靠掠夺、奴役和杀人越货而

夺得的财宝，源源流入宗主国，在这里转化为

资本。”［２］

“所谓的基督教人种在世界各地对他们所能奴

役的一切民族所采取的野蛮和残酷的暴行，是世界

历史上任何时期，任何野蛮愚昧和残暴无耻的人种

都无法比拟的。”［２］马克斯·韦伯所吹嘘的具有“新

教伦理”的“那些谨严的新教大师，新英格兰的清教

徒，１７０３年在他们的立法会议上决定，每剥一张印

第安人的头盖皮和每俘获一个红种人都给赏金４０

镑；１７２０年，每张头盖皮的赏金提高到１００镑；……

每俘获一个妇女或儿童得５０镑，每剥一个妇女或儿

童的头盖皮得５０镑！……英国议会曾宣布，杀戮和

剥头盖皮是‘上帝和自然赋予它的手段’。”“欧洲的

舆论丢掉了最后一点羞耻心和良心。各国恬不知耻

地夸耀一切当作资本积累手段的卑鄙行径。……直

到目前为止，利物浦‘受尊敬的人’仍然是赞扬奴隶

贸易的品德，”“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

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２］。

近代欧洲人的罪恶被越来越多的人揭穿。２０１４

年１２月３１日《中华读书报》第４版有一篇苏珊·桑

塔格去世１０周年的纪念报道，其中引用苏珊·桑塔

格一句话“白种人是人类历史的癌”。此话固然偏

激，但还是以她掌握的事实为依据。所谓是人类历

史的癌，无非是癌要扩散到全人类，或者作为绝症导

致人类灭亡。美国女学者丽莎·Ａ·琳赛在她的著

作《海上囚徒———奴隶贸易四百年》中揭露，在欧洲

人入侵美洲以前①，拉丁美洲在１５００年有人口

５０００万，白种人去了之后，仅仅 １００年时间，到

１６００年，拉丁美洲就只剩８００万人口，白种人利用

杀人武器的高明，到处抓人开矿挖金银，每个奴隶干

活不到１０年就累死了。海地岛原有６万人，不到

１００年时间只剩５００多人，于是出现奴隶劳动力短

缺。于是开始长达４００年的从非洲贩卖奴隶，一共

贩卖３０００多万，其中有１０００万死在途中，扔到海

里。据作者说，所谓英国工业革命，百分之九十的产

品都是服务于奴隶贸易，没有奴隶贸易，没有拉丁美

洲人口的灭绝，就没有西欧资本主义的兴起［３］。还

有学者（许倬云）估计，欧洲人入侵美洲以后，“从新

大陆掠夺到欧洲的贵金属，数量大概相当于旧大陆

（欧洲）数千年来开发出的总量”。在４００年的奴隶

贸易过程中，非洲损失的人口约有１个亿。甚至有

学者估计非洲损失总人口达到２个亿［４］。

第一次系统阐述现代世界体系理论的学者是伊

曼纽尔·沃勒斯坦。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

四卷本巨著中详细叙述了从１６世纪开始以欧洲为

中心形成的资本主义体系及其运行扩张过程，它由

中心区、半边缘和边缘区或者是中心区、半外围区和

外围区３个部分组成整体结构，３个不同区域承担

三种不同的经济角色，中心区利用边缘区提供的原

材料和廉价劳动力，生产加工制成品向边缘区销售

获取高额利润，边缘区还为中心区提供销售市场，半

边缘区介于二者之间，对于中心区是边缘区，对于边

缘区又成为中心区。３个地区劳动分工的不平等性

正是世界体系得以运行的基础。这个世界体系的根

本特征就是不平等。“世界经济体的不同区域被派

定承担特定的经济角色，发展出不同的阶级结构，因

而使用不同的劳动控制方式，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运

转中获利也就不平等。”［５］以１６世纪而论，“边缘区

是奴隶制和‘封建制’，中心区是雇佣劳动和自我雇

佣……半边缘区是分成制……如果情况不是这样的

话，就不可能确保剩余产品流入西欧以保障其资本

主义制度的生存。”［５］欧洲资本主义经济世界在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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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的几百年里不断扩大，最后形成现在的“现代

世界体系”，而体系之内的中心—半边缘—边缘区

域也不断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从政治层面来看，国

家的形成和由多个国家构成的国家体系的出现，是

这个世界体系的重要标志。处于国家体系之中的国

家，为了进行资本积累而展开竞争，在世界经济的中

心区出现了强国，边缘区出现了弱国，强国之间互相

竞争便形成了历史上“争霸”运动，弱国对强国的不

满便形成“反帝运动”和“反体系运动”。在资本主

义世界体系中，始终充满压迫、剥削和不平等。各区

域内部和他们相互之间都充满复杂的阶级斗争和政

治斗争。该体系本身固有的不平等和由此引起的各

种紧张关系始终不能消除，致使如今已经进入混乱

的终结时期。从文明文化层面来看，产生于１６世纪

欧洲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本来也是一种特殊的文

明，但随着其在全球的扩张，这种文明通过“社会科

学”和“意识形态”两种机制，逐渐被普遍化，转变为

“普世价值”。如果接受资本主义体系以及与此体

系相配合的普世价值的控制，落后边缘地区将永远

落后并受剥削，几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将永远富裕。

西方文明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已经经营了五百年，如

果西方文明是好的文明，那么拉丁美洲与非洲大部

分国家人民应该早早过上小康生活。但事实是，拉

丁美洲和非洲依然贫穷落后，特别是拉丁美洲，大部

分国家已经是白人为主，原住民，印第安人，在许多

国家占人口总量不超过１０％，而且大多住在本国落

后边远地区，完全或基本上边缘化了①［６］，这就是当

今世界的现实。

托马斯·皮凯蒂在《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中指

出，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是资本主义逻辑运行的必然

结果。

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４年４月出版，沃勒

斯坦领衔，美国５位专家合著的《资本主义还有未

来吗？》一书认同《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作者的观点，

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作

者运用康德拉季耶夫定律、熊皮特定律和霸权周期

理论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认为贫富差距扩

大造成的后果是人民群众购买力越来越低，大量商

品无法售出，生产率下降，大量资金外流，或转变为

金融资本，到处寻租与投机。金融资本的投机性必

然会不断制造金融危机，最近美国和欧洲的金融风

暴是典型的证明。沃勒斯坦等认为，这样的金融危

机在最近２０年还会更大规模地爆发一次，极有可能

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时间大概在２０４０～２０５０

年之间，资本主义社会之后会被什么样的社会制度

取代，作者们无法预测，但希望世界的精英们能够尽

快找到解决方案，避免社会崩溃。

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不公正与不平等决定了其

政治体系也不可能平等、公正。有些资本主义国家

定期改选执政者，换来换去都不过是为资本大亨服

务，不可能有重大政策改变。

沃勒斯坦认为：“创立资本主义不是一种荣耀，

而是一种文化上的耻辱。资本主义是一剂危险的麻

醉药，在整个历史上，大多数的文明，尤其是中国文

明，一直在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占人类四分

之一的中国人民，将会在决定人类的共同命运中起

重大的作用。”［５］

三、中国道路新阶段：社会主义

　　西方资本主义用奴隶制对拉丁美洲进行饱和式

掠夺，把拉丁美洲的巨大财富搜刮殆尽，又用同样的

手段方法向亚洲扩张。大约在１９世纪，中国作为最

边缘地区被卷入到西方资本主义的体系中。具有讽

刺意味的是，大约在１８３０年前后，当欧洲从全世界

掠夺巨大财富，拼命向全世界扩张时，中国的国民生

产总值居然还是全世界第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

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使中国一步步沦为殖民地、半

殖民地社会，中国学习西方，充其量也就是搞了一点

“不发达的资本主义”。西方列强，还有后来学习西

方强盗殖民逻辑的俄国和日本，蜂拥而至，企图全面

掠夺、霸占、瓜分中国的资源、领土，疯狂屠杀中国人

民。中国人一方面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一方

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坚决的抵抗。可以说，当

资本主义体系在全世界所向披靡，欲把中国纳入体

系之中，像对待拉美印第安人一样随心所欲宰割时，

遭遇到中国的强烈抵抗，用沃勒斯坦的话来说，就是

中国要阻止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中国人民在

抵抗资本主义入侵的同时，也在不断探索、寻找适合

本国历史国情需求的发展道路。这种抵抗、探索和

寻找，表现为一次次变法和革命。

我们今天回顾中国近现代百多年的社会发展历

程，除了西方列强的侵略之外，也许给我们留下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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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的特征就是“革命”，以至于有人用数次“革命

高潮”来描述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历程，或干脆将

其称之为“革命史”。确实，在近现代较短的一百多

年时间里，无论从革命爆发的次数、规模，还是激烈

程度，都远远超过历朝历代，并且在世界史上也是罕

见的现象。

毫无疑问，中国近现代革命历程受到近代西方

社会历史、思想文化的巨大影响。正是西方用贸易

和武力敲开中国封闭的大门，才迫使中国从此走上

发展变革之路。美国的费正清学派用“冲击—回

应”说来概括近代西方与中国的互动关系，从强调

西方社会对近代中国的强势影响方面来说，确实不

无道理。虽然有“西方中心论”之嫌，但此时西方的

影响浩浩荡荡，确有“顺吾者存、逆吾者亡”之势。

更重要的是，晚近先进的中国人甚至主动到西方上

下求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希图借助西方的文化理想、

理论体系来指导中国社会的发展变革，并与中国的

社会实际相结合，从此开出落后国家通往自立于世

界民族之林的现代化强国之路。近代中国的每一个

革命事件，几乎都受到相应的西方思想体系的影响。

也许正是基于这种历史背景，有人才提出“西体中

用论”。当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西方社

会和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内的西方思想文化对中

国近现代革命进程的指导作用不仅无人否认，而且

几乎将其看作是推动中国近现代社会向前发展、取

得革命成功的主要动力了。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

本来需要人们严肃认真地进行思考的重大问题，长

期以来却被人们忽略了。这个问题就是：尽管近代

西方社会和思想文化对中国社会有强大的冲击影

响，对中国近代革命变革有推动作用，但近代中国上

下求索走向社会主义道路是否主要是出于中国社会

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

至少在鸦片战争前后，西方的许多学者基于对

中国社会历史的肤浅了解，把中国社会看成是基本

陷于停滞状态的落后社会，其中代表人物就是曾对

马克思、恩格斯产生很大影响的黑格尔。现代早期

许多西方学者，把资本主义起源于欧洲看成是一种

荣耀。德国社会学者马克斯·韦伯，通过对中国社

会历史，特别是对中国的儒教和道教的考察，认为中

国社会内部没有产生能够促使理性资本主义产生的

“宗教伦理”，因而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走上理性资

本主义道路。确实，中国文明不会对其他国家采取

大规模屠杀的方式来掠夺其他国家的财富，甚至不

会采用奴隶制的方式奴役其他弱小民族，中国文明

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２０世纪的许多史学工作者主要运用与欧洲社

会相适应的西方史学理论模式来阐释中国社会历

史，把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强行纳入欧洲社会发展

模式中，认为中国社会也必然经历作为普遍规律的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阶段，并进而到

达社会主义社会。运用这种分析框架确实产生了一

大批研究成果，并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发展，但也遗留

下一系列史学难题，例如中国的封建社会为何如此

漫长的问题就始终困扰着史学界，由此而产生解释

其原因的“超稳定结构说”。在社会如何向新阶段

过渡的问题上，近年还衍生出关于“跨越卡夫丁峡

谷”之猜想的论证。看来，如何理解封建社会成了

问题的关键所在。

问题在于，把中国前近代社会看成是封建社会，

是违背中国社会性质的误解。实际上，与欧洲封建

社会“Ｆｅｕｄａｌｉｓｍ”相对应的中国封建制，至少到唐代

已开始终结，此后约１０００年的历史属于郡县制。当

近代西方势力开始冲击、影响中国的时候，中国正处

于郡县制的全面衰落期，郡县制的各种痼疾弊病已

充分暴露，不足以应付全新的世界大变局，中国社会

内部已开始探寻新的发展方向，酝酿新的变革，在探

索走出郡县社会的道路。

早在明清之际，被称为启蒙思想家的著名学者

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已开始激烈抨击郡县制

的弊端，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封建时代，试图汲

取封建制的精华以补救郡县制的缺陷。黄宗羲说：

“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７］，因为三代以上

之法乃天下之法，非“为一己而立”，三代以下之法

乃“一家之法”。顾炎武说：“有圣人起，寓封建之意

于郡县之中，而天下治矣。……方今郡县之弊已极，

而无圣人出焉，尚一一仍其故事，此民生之所以日

贫，中国之所以日若而益趋于乱也。”［８］令人遗憾的

是，他们的探索由于满族政权的高压统治而被迫中

断。但是，近代西方的冲击激活了这些富有价值的

探索，他们对中国近代改革派人士产生了巨大影响。

梁启超曾这样说：“最近三十年思想界之变迁，虽波

澜一日比一日壮阔，内容一日比一日复杂，而最初的

原动力，我敢用一句话来包举他：是残明遗献思想之

复活。”［９］近代中国革命不仅是要抵抗西方帝国主

义的侵略，而且要再造或推翻积极与西方合作甘心

做西方资本政府奴仆的腐败政府，加强国家的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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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也许更重要的是要推进国家科技与工业经济

的发展。当近代西方列强的势力已经拓展到全球，

当西方营造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开始控制落后国

家的经济命脉之时，刚刚起步的中国近代工业如果

不谋求国家政权的支持与保护，就很难与带有侵略

性的西方经济力量相竞争。如果衰落、腐朽的国家

政权不能维护本国工业的发展，反而受到西方列强

的控制，也许革命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了。通过革

命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再借助政权的力量，维

护、支持、推动国家科技工业迅速发展，正是中国一

次次革命所要追求实现的目标，也是近代中国寻求

走出郡县制的新发展之路。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

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但中国共产党从二大、三

大、四大、五大、六大到七大的党纲，都把反对帝国主

义的侵略当作首要任务，就是要反抗资本主义世界

体系对中国的控制和剥夺，独立自主地走适合本国

国情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就是社会主义道路。

传统“大同”理想构成支持中国革命的思想资

源和背景。“大同”理想的经典表述出于《礼记·

礼运》篇，一般来说体现了原始儒家的社会理想，

但也具有鲜明的百家融合的背景，主要是受到道

家思想、墨家思想的强烈影响。大同理想的内容

可概括地表述为：人们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天下

为公，世界太平。大同理想最初似乎是对与氏族

时代相联系的远古理想社会的描述，但在中国的

实际历史进程中，大同主要还是作为未来的社会

理想而为历代志士仁人和广大普通民众所接受认

同。每当内乱外患产生，社会危机爆发，大同理想

就作为批判现实社会和引导革命的参照系而浮现

出来。在中西冲突的近代也同样是如此，无论是

洪秀全带有宗教色彩的太平天国革命，康有为的

大同三世说，还是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的理念，都可

以感受到传统大同理想的巨大回响。现在越来越

多的学者认识到，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如果没有

中国传统大同理想的支持认同，社会主义理想，恐

终难获得成功。中国古代历次革命之出现与获得

成功，往往是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的不满抗议精

神和广大民众的暴动、起义成功结合的结果。中

国近代革命历程也同样昭示了知识分子的抗议精

神与包括工人在内的广大民众的武装起义的汇

合。中国共产党就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

政党。

中国道路的新阶段就是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

段，从郡县制社会直接跨入社会主义社会。中间

大约有１００年时间是一个过渡期。这个过渡期称

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也好，称为“不发达的

资本主义”也好，相对于中国社会每个阶段都至少

走过１０００年历程来说，根本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

社会发展阶段，毋宁说，是从郡县制走向社会主义

的艰难曲折的历程。这两个阶段不是断裂的，是

相互衔接的，但又有巨大变化。变化之一是从君

主郡县制转变为政党郡县制，传统的郡县制虽然

以君主为核心，但实际上是以儒家知识分子集团

为执政主体，以仁义民本为基本执政理念；因此这

种变化也可以说是从以儒家知识分子集团为核心

的中央集权的省、州、县体系转变为以共产党为领

导核心的省市县体系，这一新体系解决了君主专

制的弊病。变化之二是从郡县制农业社会向社会

主义工业化迈进，这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要

求。只有工业化才能摆脱落后局面，才能走向强

盛之路。变化之三是解决了郡县制时代土地私有

的弊病，土地私有，自由买卖，每过一个阶段土地

就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贫富分化，引发严重社会矛

盾。现在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土地所有权

掌握在国家手中，避免了因土地集中引发的贫富

分化和社会矛盾。郡县制时代相当严重的问题是

腐败。中国共产党正在下大力气解决腐败问题，

习近平同志提出中国共产党面临最严重的问题是

腐败，提出要全面从严治党。如果把腐败问题解

决了，就解决了中国社会的千年顽症。共同富裕

是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特

征。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要采取有效

措施缩小收入差距，使全社会呈现团结和谐的局

面。在完成资本原始积累之后，西方文明的核心

秘密实际上是始终保持高科技研发水平和强大的

军事力量，西方对此讳莫如深。因此社会主义中

国要全力发展高科技，不断提升科技研发水平，要

不断增强军事力量，要不断提升最先进武器的开

发能力。只有始终保持高科技研发水平和高科技

军事力量，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效

抵制资本主义世界的打压。事实上，西方资本主

义世界对中国的打压和遏制从未停止过，这是不

容置疑的事实。但是，现在全世界人民和正直的

学者越来越看清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真实面

目，“我们并非处在资本主义胜利时期，而是处在

资本主义混乱的告终时期。”［５］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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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重重，要想打压遏制现在的中国，已经无能为

力了，中国不仅“站起来了”，而且要“站出来了”，

也就是说，要“出场了”。

四、结语

　　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第

一，中国道路依次经过邦国联盟、封建制、郡县制、社

会主义４个阶段，在中国道路中没有奴隶制阶段和

资本主义阶段，奴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

史上的歪路。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都没有奴隶制阶

段，奴隶制只在西方才有，是西方社会的特例，是不

正常的阶段，不具有普遍性，奴隶制是罪恶制度，中

国文明不可能出现这种制度。资本主义社会是不正

义、不公平、不平等的社会，西方是以罪恶的奴隶制

的方式把世界大多数国家卷入资本主义世界，资本

主义社会并不一定是世界大多数国家自愿选择的道

路。中国不走资本主义社会，直接走社会主义道路，

是中国历史和国情的内在要求，符合中国社会自然

发展规律，中国道路才是人间正道，是全人类的康庄

大道。第二，世界各国可以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

地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不必效法西方的资本主义

道路。第三，中国社会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

中国现在强盛起来，不靠对外掠夺、剥削和扩张，全

靠自己苦干，中国“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有

助于世界各国的发展，中国能够成为世界人民值得

信赖的朋友。第四，中国强有力地抵制资本主义世

界体系的打压，为全世界人民反抗不公正、不平等的

世界体系树立了榜样，有９６０万平方公里土地、有

５０００年文明历史、有１３亿人口的现代强大中国，将

为建设公正合理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承担自

己的责任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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